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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恢复措施对南滇池湿地冬季水禽多样性的影响

杨文军１，刘　 强２，∗，袁　 旭１，田　 昆１，岳海涛２

１ 西南林业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２ 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 ／ 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摘要：恢复受损湿地生态功能是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修复措施的选用会对恢复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滇池是国内重

要候鸟越冬区，受长期围垦以及城市扩张的影响，湖滨区域破坏严重，近年来湿地公园建设为滇池湖滨带恢复带来了契机，但各

种恢复措施的效果仍有待明确。 ２０１７ 年冬季以昆明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及临近湿地为研究区域，设置了人工重建湿地、人工

恢复湿地、自然恢复湿地以及自然湖泊湿地 ４ 个对照样区，基于冬季水禽多样性进行了湿地恢复效果评价，并从景观生态学角

度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自然湖泊湿地具有最高物种丰富度，其次为自然恢复湿地、人工恢复湿地和人工重建湿地。
以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评价，自然恢复湿地的水禽多样性最高（０．６０±０．０３），其次为自然湖泊湿地（０．４６±０．０４）和人工恢复湿地

（０．３４±０．０４），人工重建湿地水禽多样性最低（０．１７±０．０３），由此可见自然恢复措施效果优于人工恢复和人工重建。 从景观格局

上分析，水禽多样性与道路面积（ ｒ＝ －０．７３５，Ｐ＜０．０１）、景观形状指数（ ｒ ＝ －０．４６１，Ｐ＜０．０１）和景观分离度指数（ ｒ ＝ －０．６６１，Ｐ＜
０．０１）负相关，这也表明人为干扰程度、景观形状以及破碎化程度均会对水禽造成重要影响。 建议在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和建设

中，降低非湿地类景观尤其是道路对整体湿地景观的分割作用，提高湿地斑块的连接性和完整性以满足水禽的空间需求，对于

湖泊型的湿地公园应加强对湖滨带沼泽生境的营造，以满足涉禽的生存需求，从而增加区域的鸟类多样性。
关键词：滇池；水禽；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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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湿地公园作为国家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形式，是在保护优先前提下，探索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

型模式。 自 ２００５ 年设立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 ２０１６ 年已有 ７０２ 个国家湿地公园（或试点）投入建设，为
我国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１］。 但是，在建设工作中，也出现脱离生态学理念指导，混淆园

林景观和生态景观，“重造景轻生态”、“重建设轻自然”等问题，与国家湿地公园的初衷背道而驰［２⁃４］。 景观生

态学原理可以在系统层次上优化湿地公园空间结构和景观配置，从而促进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应该在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成为重要指引，但目前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滇池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越冬区，具有丰富的水禽多样性，在保护和维持地区生物多样性上具有重要地位。

受历史上围湖垦殖、造塘养鱼等因素的影响，滇池湖滨带几乎破坏殆尽，水禽多样性和数量均严重下降［５⁃８］。
近年来一系列沿湖湿地公园的建立，为滇池湖滨湿地恢复以及生态功能提升提供了契机，但各项恢复措施的

效果仍有待评估。 水禽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禽多样性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具有很好的

指示作用，也是衡量湿地恢复措施成效的关键指标［９⁃１２］。 本研究以昆明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以及临近自然恢

复湿地为研究对象，以越冬期水禽多样性作为指标来评价湿地恢复建设成效并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来探讨不同

恢复措施下影响水禽多样性的原因，从而为国家湿地公园的科学建设提供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

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滇池南岸（东经 １０２°６１′７２″—１０２°６３′６６″，北纬 ２４°６８′０３″ —２４°６８′５７″），平均海

拔 １８６２ ｍ，总面积 １２２０ ｈｍ２，是由滇池湖体以及入湖河流构成的湖泊⁃河流型湿地。 水禽组成以冬候鸟为主，
留鸟和夏候鸟种类较少［５⁃７］。

以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及临近湿地作为研究区域，根据建设过程中人工干预程度以及湿地的自然性共设

置 ４ 处研究样区，其中 ３ 处位于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内，为人工恢复湿地、人工重建湿地和自然湖泊湿地，分
别代表一般干预、强干预以及自然状态的湿地类型。 另外 １ 处位于公园北 ３００ ｍ 处，为无人工干预的自然恢

复湿地类型（图 １）。 样区的定义如下：（１）自然湖泊湿地。 为滇池的湖体组成部分，面积为 ９８．５７ ｈｍ２，长
１８００ ｍ，宽 ３６０ ｍ，以浅水面为主，植被以沉水植物为主，优势植物为黑藻（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２）人工恢复

湿地：面积为 ６８．８４ ｈｍ２，长 １２００ ｍ，宽 ５４０ ｍ，历史上曾为鱼塘，在建设过程中采用去除围堰连通滇池水体的

手段进行恢复，在局部地区形成了以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为优势的植物群落；（３）人工重建湿地：面积

为 ４２．２４ ｈｍ２，长 １７００ ｍ，宽 ２００ ｍ，建设前为鱼塘或耕地，经人工改造转化为河流、草地、道路、林地等景观，水
生植被以浮叶植物为主，如野菱（Ｔｒａｐａ ｉｎｃｉｓａ）；（４）自然恢复湿地：面积为 ３７．２０ ｈｍ２，长 １２００ ｍ，宽 ３４０ ｍ，历
史上曾为滇池的湖滨组成部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被开垦成耕地，用来种植蔬菜和花卉，２０１３ 年前后弃耕，由
于四周道路及居民区的修建，该处地势相对变低，逐渐积水转化为浅水和沼泽湿地，水深多在 ５０ ｃｍ 以下，植
被以耐湿的禾本科植物为主。 除自然湖泊湿地外，其余湿地样区的恢复期均在 ５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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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水禽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７ 日、１６—１７ 日、２６—２７ 日，１２ 月 ９—１０ 日、１８—１９ 日、２８—２９ 日采用样点法进行调

查，每月上中下旬各进行 １ 次且重复调查 １ 次。 依据代表性、开阔性以及均匀性原则在研究区内每个样区内

各设置 ４ 个样点（图 １）。 调查时使用双筒望远镜（Ｂｕｓｈｎｅｌｌ ８×３２）、单筒望远镜（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 ２５⁃ ４５×８５）顺时针

扫描样区范围，记录水禽种类、数量和生境类型，对于开阔性较好的湖泊、沼泽类样点，扫描半径为 ５００ ｍ，其
它样点为 ５０ ｍ。 每个样点调查时间为 ６—１０ ｍｉｎ，计数时采用精确计数与估算相结合的方法［１３］。 多数水禽的

计数采用“直接计数法”，少数集群的水禽采用“团数法”估算［６］。 每次调查时间为 ７：３０—１１：３０，１５：３０—
１８：３０，均选择在视野清晰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图 １　 水禽调查样区和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２　 景观解译

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７． ３ 中下载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高分辨率影像 （ ０． ３ ｍ） 作为景观解译底图。 在

ＡｒｃＶｉｅｗ ３．２软件中，使用 Ｍａｎｕａｌ Ｇｒｉｄ Ｅｄｉｔｏｒ 插件对研究区内的景观类型进行目视解译。 景观类型分为浅水

（水深 ０．５—１．５ ｍ）、沼泽（水深＜５０ ｃｍ）、草地、道路、林地及建筑物共 ６ 种生境类型。 解译完成后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０ 软件里进行景观指数计算，选择的指数包括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和景观分离度指数（ＳＰＬＩＴ）。 景观形状指

数是通过计算某一景观形状与相同面积的圆或正方形之间的偏离程度来测量起景观复杂程度，可以反映景观

的狭长程度。 景观分离度指数指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斑块数个体分布的分离度），用以评价各样区内景观形

状及破碎化程度［１４］

景观形状指数其表达式如下： ＬＳＩ ＝ ０．２５Ｅ ／ Ａ 式中，Ｅ 为景观中所有斑块边界的总长度，Ａ 为景观总

面积。
景观分离度指数其表达式如下： Ｖｉ ＝ Ｄｉｊ ／ Ａｉｊ 式中，Ｖ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分离度，Ｄｉｊ为景观类型 ｉ 的距离指数，

Ａｉｊ为景观类型 ｉ 的面积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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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分析

用于统计分析的鸟类数据为每次观测 ４ 个样点调查到的物种个体数累加而得到，重复两次调查之间取两

次调查的最大值作为每次调查结果的统计值，６ 次调查结果的累加值作为最终统计结果。 按照鸟类不同种群

数量占鸟类统计总数的百分比（Ｐ）来确定优势度，将 Ｐ≥１０％定为优势种；１０％＞Ｐ≥１％ 的定为常见种；１％＞
Ｐ≥０．１％ 的定为稀有种；Ｐ＜０．１％定为罕见种［６⁃７，１５］。 采用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指数对各样区内物种组成差异进行聚类

分析［１６⁃１７］，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对各样区内水禽进行多样性分析［１８⁃１９］，指数运算均在 Ｐａｓｔ ３．２４ 软件里完成。 采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检验方法分析多样性指数与景观特征的相关性，所有统计均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中完成，统计值用 Ｘ±ＳＥ
表示。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指数计算公式： ＣＮ ＝ ２ｊＮ ／ （Ｎａ ＋ Ｎｂ） 式中，Ｎａ 为样地 Ａ 的各物种所有个体数目和，Ｎｂ 为样地

Ｂ 的各物种所有个体数目和，ｊＮ 为样地 Ａ 和 Ｂ 共有种中个体数目较小者之和，即 ｊＮ ＝ ∑ｍｉｎ
ｊＮａ，ｊＮｂ( ) 。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计算公式： Ｄ ＝ １ －∑
ｓ

ｉ ＝ １
Ｐ ｉ２ 式中，ｉ 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比例为 Ｐ ｉ，Ｓ 为物种数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物种组成

研究区内共记录到水禽 ６ 目 ７ 科 ２８ 种，１３９２９ 只次。 种类上以鸭科鸟类为主，计 ９ 种，占所记录种类总数

的 ３２．１４％；其次为鹭科鸟类（８ 种），其它类群种类均较少。 从居留类型来看，以冬候鸟为主（２０ 种），占调查

总种数的 ７１．４３％，留鸟（８ 种）仅占调查总种数的 ２８． ５７％。 数量上，以红嘴鸥（ Ｌａｒ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骨顶鸡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赤膀鸭（Ａｎａｓ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和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为优势种，分别占总个体数量的 ４５．９９％、
２３．０７％、１１．６９％和 １０．１８％。 此外还包括常见种 ２ 种，为小（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和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以及稀有种或罕见种各 １１ 种，包括牛背鹭 （ 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ｉｂｉｓ）、白眼潜鸭 （ 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 和矶鹬 （ Ａｃｔｉｔｉｓ
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等。

各样区中，自然湖泊湿地的水禽种类和数量（２０ 种 １１６９７ 只次）最高，其次为自然恢复湿地（１６ 种 ６８８ 只

次）和人工恢复湿地（１５ 种 ８９０ 只次），人工重建湿地（９ 种 ６５４ 只次）最低。 自然湖泊湿地中水禽种类以鸭科

鸟类为主，占该样区记录种数的 ３５．００ ％，在数量上以鸥类占优势，主要为红嘴鸥。 人工重建湿地和人工恢复

湿地种类上均以鹭科鸟类为主，数量上以秧鸡类占优势，主要为骨顶鸡和黑水鸡。 自然恢复湿地水禽组成的

种类和数量均是以鹭科鸟类为主（表 １）。

表 １　 各样区水禽不同类群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类群
Ｃｌａ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自然恢复湿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自然湖泊湿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ｋｅ ｗｔｌａｎｄ

人工恢复湿地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人工重建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秧鸡类 Ｒａｉｌ 种类 ／ 占比 ２ ／ １２．５０％ ３ ／ １５．００％ ３ ／ 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２２％
数量（只次） ／ 占比 ９４ ／ １３．６６％ ３２８６ ／ ２８．０９％ ６６４ ／ ７６．４１％ ５９１ ／ ９０．３７％

鸭类 Ｄｕｃｋ 种类 ／ 占比 ２ ／ １２．５０％ ７ ／ ３５．００％ ４ ／ ２６．６７％ １ ／ １１．１１％
数量（只次） ／ 占比 ３ ／ ０．４４％ １７９１ ／ １５．３１％ ６５ ／ ７．３０％ ６ ／ ０．９２％

类 Ｇｒｅｂｅ 种类 ／ 占比 １ ／ ６．２５％ ２ ／ １０．００％ １ ／ ６．６７％ １ ／ １１．１１％
数量（只次） ／ 占比 ３６ ／ ５．２３％ ２６３ ／ ２．２５％ ６４ ／ ７．１９％ ２２ ／ ３．３６％

鹭类 Ｅｇｒｅｔ 种类 ／ 占比 ７ ／ ４３．７５％ ４ ／ ２０．００％ ５ ／ ３３．３３％ ３ ／ ３３．３３％
数量（只次） ／ 占比 ４４４ ／ ６４．５３％ ２６ ／ ０．２２％ ６１ ／ ６．８５％ １２ ／ １．８３％

鸥类 Ｇｕｌｌ 种类 ／ 占比 １ ／ ６．２５％ １ ／ ５．００％ １ ／ ６．６７％ １ ／ １１．１１％
数量（只次） ／ 占比 ２ ／ ０．２９％ ６３２１ ／ ５４．０４％ ３４ ／ ３．８２％ ２２ ／ ３．３６％

鸻鹬类 Ｐｌｏｖｅｒ 种类 ／ 占比 ３ ／ １８．７５％ ３ ／ １５．００％ １ ／ ６．６７％ １ ／ １１．１１％
数量（只次） ／ 占比 １０９ ／ １５．８４％ １０ ／ ０．０９％ ２ ／ ０．２２％ １ ／ ０．１５％

３８１７　 １８ 期 　 　 　 杨文军　 等：不同恢复措施对南滇池湿地冬季水禽多样性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２　 水禽多样性

自然恢复湿地的水禽多样性最高（０．６０±０．０３），其次为自然湖泊湿地（０．４６±０．０４）和人工恢复湿地（０．３４±
０．０４），人工重建湿地的水禽多样性最低（０．１７±０．０３）（图 ２）。

从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指数可以看出，人工重建湿地和人工恢复湿地的水禽组成，种类和数量上基本一致其相似

性最大，为 ８４．５９％。 种类上以游禽为主的自然湖泊湿地与以涉禽为主的人工重建湿地和自然恢复湿地的水

禽组成上相异，相似性分别为 ２．８０％和 ２．６５％（图 ２）。

图 ２　 不同样区水禽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３．３　 景观格局与水禽多样性关系

影像解译的结果表明 ４ 个对照样区内的景观构成存在较大差异。 自然湖泊湿地生境组成最为单一，仅包

括浅水一种。 人工恢复湿地包含 ５ 种生境类型，以浅水（５５．６１％）和沼泽（２６．４５％）为主要类型。 人工重建湿

地亦包含 ５ 种生境类型，但以非湿地类的草地（３２．５１％）和林地（２４．４５％）为主要景观。 自然恢复湿地景观构

成主要为沼泽（５６．５７％）和浅水（４２．６２％）（表 ２）。

表 ２　 不同湿地区域的生境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类型
Ｔｙｐｅ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自然恢复湿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自然湖泊湿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人工恢复湿地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人工重建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湿地类 浅水 １５．９０ ｈｍ２ ／ ４２．６２％ ９８．７８ ｈｍ２ ／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３６ ｈｍ２ ／ ５５．６１％ ５．５３ ｈｍ２ ／ １３．０６％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沼泽 ２１．１０ ｈｍ２ ／ ５６．５７％ ０ １８．２４ ｈｍ２ ／ ２６．４５％ ８．０８ ｈｍ２ ／ １９．０９％
非湿地类 草地 — — ７．７８ ｈｍ２ ／ １１．２８％ １３．７６ ｈｍ２ ／ ３２．５１％
Ｎ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林地 — — １．８６ ｈｍ２ ／ ２．６９％ １０．３５ ｈｍ２ ／ ２４．４５％

道路 ０．２４ ｈｍ２ ／ ０．６４％ — ２．７４ ｈｍ２ ／ ３．９８％ ４．６１ ｈｍ２ ／ １０．９０％
建筑 ０．０６ ｈｍ２ ／ ０．１７％ — — —

　 　 —：表示未有该生境

人工重建湿地的景观形状整体呈狭长形（ＬＳＩ ＝ １９．３８）且隔离度较大（ＳＰＬＩＴ＝ ２９．５６），破碎化最为强烈，主
要原因是道路以及非湿地类景观贯穿于整个区域内，造成了强烈的分割作用。 人工恢复湿地的景观形状整体

较规则（ＬＳＩ ＝ ８．７９），但恢复区内的旅游步道仍然形成了较强的分割作用，造成了整体景观一定程度上的破碎

化（ＳＰＬＩＴ＝ ５．８０）。 自然恢复湿地的景观形状较为规则（ＬＳＩ ＝ １０．８２）且景观隔离度较小（ＳＰＬＩＴ ＝ ２．９８），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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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较低。 自然湖泊湿地景观类型组成单一，且无任何道路和非湿地景观分割，其景观形状最为规则

（ＬＳＩ ＝ ２．１９）且景观隔离度最小（ＳＰＬＩＴ＝ １．００）破碎化程度最弱（图 ３）。

图 ３　 南滇池湿地各样区景观组成和分布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结合水禽多样性和景观特征来分析，道路面积、景观形状指数和景观分离度指数均对湿地鸟类多样性具

有显著影响（表 ３）。 道路面积与水禽多样性呈线性负相关（ ｒ＝ －０．７３５，Ｐ＜０．０１），表明道路对景观的分割作用

以及行人和车辆带来的严重干扰，是人工重建湿地中水禽多样性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景观形状指数（ ｒ ＝
－０．４６１，Ｐ＜ ０．０１）以及景观分离度指数（ ｒ＝ －０．６６１，Ｐ＜０．０１）与水禽多样性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景观形状指

数表示景观总体形状偏离圆形的程度，形状指数的增加表示景观形状更为狭长，也意味着有越多的空间暴露

在外界干扰之中，而景观分离度指数代表景观完整度以及水禽适宜生境间的连通性，景观分离度指数的增大

意味着连通性的降低，两者均对维持水禽多样性具有不利影响。

表 ３　 景观特征与水禽多样性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类型
Ｔｙｐ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浅水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沼泽
Ｓｗａｍｐ

道路
Ｒｏａｄ

面积
Ａｒｅａ

景观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景观分离
度指数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１０３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浅水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０．２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沼泽 Ｓｗａｍｐ ０．１１９ －０．５８６ ０．３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７７３ ０．１１６
道路 Ｒｏａｄ －０．７３５ －０．６３５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面积 Ａｒｅａ ０．０７４ ０．９３１ －０．４０４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景观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４６１ －０．８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７６４ －０．８３３ ０．０００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６１ －０．５６４ －０．２４０ ０．８６９ －０．５１１ ０．９０１

　 　 矩阵下三角为相关系数，上三角为 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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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恢复措施对南滇池湿地水禽多样性的影响

恢复受损湿地是目前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恢复措施的选用对恢复成效

具有重要影响［２０］。 滇池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高原湖泊，虽然海拔较高，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冬

季温暖的气候条件，由此吸引了众多候鸟到此越冬，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越冬区［２１⁃２４］。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湖滨湿地区逐步被围垦而转化为耕地或鱼塘，湖滨沼泽几乎被破坏殆尽。 随着昆明城市扩张，人口增多

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大量生活污水以及农田污水被排泄到滇池中，造成滇池水质的严重污染和富营养化，蓝
藻频繁爆发。 同时海菜花（Ｏｔｔｅｌ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黑藻、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等沉水植物，在滇池大面积消

失［５］。 生境丧失以及水生植被退化造成滇池越冬水禽的种类和数量逐年下降［９， ２５⁃２６］。 ２０１０ 年后，昆明开始

实施滇池湖滨“四退三还一护”工程，即通过退塘、退田、退人、退房，实现还湖、还林、还湿地，达到护水目标。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湿地公园开始建设，其中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便是恢复滇池湖滨带的重要举措。 在

南滇池湿地公园的建设中，根据不同区域的受破坏程度，采用了人工恢复和人工重建两种技术方法来恢复，没
有使用自然恢复手段。 通过和湿地公园邻近的自然恢复湿地对比发现，以水禽多样性指数衡量，自然恢复的

效果远好于人工恢复和人工重建湿地，甚至超过了自然湖泊湿地。 有些鸟种仅在自然恢复湿地中记录到，如
彩鹮（Ｐｌｅｇａｄｉｓ ｆａｌｃｉｎｅｌｌｕｓ）、彩鹬（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ｌａ ｂｅｎｇｈａｌｅｎｓｉｓ）等。 自然恢复偏重于借助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

自组织能力来进行湿地恢复，成本低但成效慢，因此在湿地公园建设中往往偏向选择人工促进或重建方法来

实现［２０］。 但是，由于对湿地生态系统认知的局限性或者对园林景观营造的偏向性，过多的人为干预和工程建

设往往导致恢复效果欠佳［２７］。 本研究表明，湿地即使遭到破坏，在恢复水文条件后仍完全凭借自身的恢复能

力实现较好的生态功能，而过多的人为干预却适得其反。 因此在湿地公园建设中，应该优先选用自然恢复手

段，辅以适当的人工干预，如破除堤坝、本土植物补种等，虽然花费时间较长，但恢复后景观更加自然，系统功

能性更好。
４．２　 景观特征对水禽多样性的影响

水禽多样性受不同尺度的环境因素影响。 在微生境尺度上，如水生植物种类和分布、水深、干扰源距离等

会对水禽的觅食、休息等行为造成直接影响；而在景观尺度上，景观格局也会对水禽施加影响，如景观形状和

水禽的安全性有关，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或适宜生境的连通程度会影响鸟类的运动以及能量消耗［２８⁃３１］。 本研

究表明道路面积、景观形状指数和景观分离度指数均对水禽多样性具有重要影响。 道路系统对鸟类的负面影

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直接的干扰作用，车辆、行人以及发出的噪声均为严重干扰鸟类的正常行

为［３２⁃３４］；其次是对湿地类景观的分割作用，可以将连通的景观分割成一系列的小斑块，将生境内部区域更多

的暴露于干扰之下。 景观形状指数反映的是景观偏离圆形或正方形的程度，指数增大意味着在形状上愈加狭

长，核心生境也越来越小，如沿着湖岸平行方向人工修建河流，不仅违背自然规律，而且使得总体景观抗干扰

能力减弱。 景观破碎化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深会严重影响鸟类多样

性［３５⁃３７］。 如夏鸽［３８］以上海金海湿地为例研究了景观格局对鸟类群落多样性的影响，发现鸟类多样性与景观

破碎度呈负相关，而与景观连通性呈正相关。 对于湿地鸟类来讲，多数种类喜欢开阔、人为干扰少的浅水或沼

泽生境，因此在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和建设中，应该从湿地鸟类的具体生态需求出发，在景观尺度上合理配置各

种景观，构建适宜鸟类生存的景观格局。
本研究表明不同的恢复措施会对各区域的水禽多样性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无论是自然恢复还是施

加促进效应的人工恢复或重建，仅仅是反映了人作为管理者对受损湿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 水禽多样

性是湿地功能性的体现，这种功能的实现和湿地的结构紧密联系，而景观水平上的湿地结构特征即扮演着重

要角色。 从多样性水平上来看，自然恢复湿地的湿地鸟类多样性最高，甚至超过了自然湖泊湿地。 自然恢复

湿地从旱地转换为湿地，仅经过了 ５ 年的演替时间，植物的组成极为单一且缺乏典型湿地的植被特点，却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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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高水平的湿地鸟类多样性，主要原因是在景观特征上满足了水禽的生存需求。 自然恢复湿地样地的边缘

形状呈长方形，虽然在形状上不是最优，但景观的构成比较适宜，中间部分为浅水水面，可以满足游禽类的需

求，外围被沼泽生境环绕，隔绝了大部分人为干扰，同时沼泽也满足了涉禽类特别是鹭类的需求。 而自然湖泊

湿地虽然人为干扰程度也较低，但单一的浅水生境，仅能满足游禽类的需求，而涉禽类无法在此栖息。 人工重

建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最低，在形状以及景观完整度上均不符合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鸟类的需求。 首

先从形状上，该样区整体呈东西向狭长形，这种形状易形成强烈的边缘效应，使得鸟类极易受到外围干扰的影

响。 其次从破碎化程度来看，密集的道路以及非湿地类景观将样区分割成大量的小斑块，使得整体景观极为

破碎，带来的强干扰以及资源片段化均不利于水禽的栖息，从而造成极低的多样性水平。 人工恢复湿地样区，
是经破除鱼塘堤埂形成的近自然水体，在景观类型的配置上较为合适，但过度建设的步道以及栈道不仅破坏

了湿地景观完整性，车辆以及游人也带来了强烈的人为干扰，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该区域的水禽多样性。 对

比四种湿地的水禽多样性，可以发现：自然恢复湿地和天然湖泊湿地较人工建设的湿地，在维持水禽多样性方

面具有更高的价值。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具有相似之处，如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Ｇｏｎｚáｌｅ 等［３９］ 在西班牙西南部的瓜达尔

基维尔河口，对 ５ 个恢复湿地、５ 个自然湿地和 １０ 个人工湿地中水禽群落研究，发现人工建设湿地的价值始

终低于恢复和自然湿地。 Ｂｅｌｌｉｏ 等［４０］对斯里兰卡东南部的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的水禽群落研究发现，虽然人

工湿地能为大量水禽提供栖息地，但其价值仍不能代替丧失的自然湿地。 刘云珠等［４１］ 对中国西部洞庭湖的

恢复湿地、零散自然湿地和人工杨树林三种典型中水鸟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研究中发现，恢复湿地为越冬水鸟

提供了广泛分布栖息地，但同时其群落结构更简单，生物多样性也较低；而零散分布的自然湿地为越冬水鸟提

供了栖息地，尽管水鸟数量少，但该区域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较高。

５　 结论

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我国湿地保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湿地保护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景观生态学的指导作用，科学制定恢复措施。 在具体工作中，应该以

维持和提高较高水平的水禽多样性为重要要求，在景观尺度上充分考虑水禽的空间需求，合理配置各类景观。
在景观类型上应以浅水或沼泽等湿地类景观为主，避免建设大量草地、林地和旅游道路。 在恢复措施中，应以

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湿地的结构和功能。 对于湖泊型湿地，湖滨带的破坏往往

是造成湿地鸟类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湿地恢复工作中，应该重点考虑对湖滨带的恢复，特别是构建

鹭类或鸻鹬类等水禽依赖的沼泽生境，从而提高整体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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